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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知识政治学的源起与演进

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言：“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

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①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以

知识政治学：国家治理中的
知识生产与调用

王心怡 1　孟天广 2

【内容摘要】　知识被视作现代社会构建及其运行的核心要素，相对于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而言，

知识政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缺少具有学科自觉的纲领性议程，理论脉络零散而

缺乏基本共识；另一方面讨论层次偏重于实践性方案，未能对丰富的知识现象形成政治

逻辑层面的总结。国家治理既要对不同主体的知识类型进行整体性考虑，又要根据不同

知识类型的异质性特征设计针对性调用方式。根据调用目的与情境的不同，国家治理的

知识调用逻辑可以分为合法性逻辑、适应性逻辑、确定性逻辑与回应性逻辑，这四种逻

辑在优化治理过程与方式、提升治理目标与效果的治理需求中有差异性体现。知识政治

学需要明确知识在治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尤其需要把握数字时代知识政治丰富的研究

机遇，为解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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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知识日益成为一种独立而重要的资源，引发了国际学界对“知识社会”（the Knowledgeable 

Society）②的关注和研究。与之相应，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相继成为完备的新兴分支学科，但

知识政治学的发展却相对缓慢。

事实上，知识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文艺复兴以来，摆脱神学束缚的西方政

治思潮对知识与政治关系的思考构成了知识政治学理论成长的根基。③其中的杰出代表如培根 

（Francis Bacon）、孔德（Auguste Comte）、韦伯（Max Web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先

后提出了知识从属于政治④、知识独立于政治⑤、知识超越于政治⑥的有关理论。一脉相传的是，

知识政治学在近现代的发展也聚焦于“知识政治化”问题，其立足点是知识相对于政治的关系，

与关注科学独立性与政府监管之平衡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

相纠缠，⑦这可能是造成知识政治学学科边界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知识政治化”相对应，“政治知识化”却游走在知识政治学研究的边缘。正如 20 世

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所言，“政治要求知识”，“每当我

们从事政治活动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求那种知识”。⑧政治活动究竟要求哪种知识？近年来

学术界围绕这个问题，对“政治知识化”展开了大量研究，衍生了一系列关于“专家治国”“技

治主义”“决策科学化”等命题的论述。不过，亦有学者认为“政治知识化”是政治科学的学

科建设，⑨即政治学是“有关政治事务的知识”，旨在教育政治家、立法者，同时关注与公民

参与有关的“政治知识”（political knowledge）和政治教育，⑩限于篇幅，此类广义的“政治知

识化”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在“政治知识化”与“知识政治化”之外，还有一部分研究集中讨

论知识主体（agent）与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这部分研究往往不将“知识”作为核心概念，

散见于反智主义、精英政治、选贤体制等议题的相关论述中。图 1 总结了知识与政治之关系研

究的三种进路。

图 1　知识与政治相关关系研究的三种主要进路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现代国家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追求精细与准确的超大规模复杂工程，各

种各样迅速发展的技术手段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新方法、新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数字时代知识政治

现象的兴起与凸显。以郑州“7·20”特大暴雨的应对为例，面对动态的灾害情景，尤其需要即时

信息的大量汇聚以修正和完善应急管理方案，⑪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一方面有能力汲取这些信息以

转化为治理所需的知识，另一方面还要拥有关于如何准确理解这些信息的知识，信息汲取能力与

信息理解能力是知识政治的两个面向。而当地领导“主观上认为北方的雨不会太大”，对风险的

具体点位、表现形式、发展趋势都缺乏必要的知识，是此次暴雨从自然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的一

个重要因素。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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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比任何时代都需要知识政治学的理论视角。不少学者将“知识”

视为如今国家治理的必要资源之一，并发展出“知识治理”（knowledge governance）⑬、“知识民主”

（knowledge democracy）⑭等概念。可以说，在治理的视角下，政策制定就是一个从“知识”到“共识”

的过程，⑮有赖于不同主体的知识贡献、基于信任的知识互动与国家调节的知识配置结构。然而，

知识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究竟如何被意识、被生产、被调用，不同的政治理论又如何理解知识的治

理意涵，仍然是当下政治学研究的薄弱领域。尤其随着数字时代的知识政治现象不断更新并复杂

化，知识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都相应扩大。在此背景下，本文探究的核心目标在于揭示国

家治理过程中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和调用的，并且基于知识政治实践的既有发展，前瞻性地探讨数

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与调用。因此，本文将首先从政治学视角厘清治理视野中知识的概念、研究进

展与不足；然后从生产主体与生产过程出发，探讨不同的知识类型及其特征差异；从调用目的与

调用情境出发，总结知识调用的几种逻辑；最后为数字时代日益丰富的知识现象提供一个知识政

治学的研究视角。

政治学视野中的“知识”：范畴界定与研究现状评述

（一）范畴界定

“知识”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中均有丰富讨论，⑯现有的政治学文献对知识的界定主要受到经

济学与社会学的影响。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认为几乎所有人都具备知识，而市场可

以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优配置，许多学者从这一角度论证为什么民主社会必然胜过等级制政府，

“分散的知识”成为许多学者倡导在治理过程中收集“民意”的理论基础。⑰知识社会学的代表

人物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知识—权力”连带关系也深刻影响着政治学，他认为“不

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⑱并从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视监狱 

出发，视可见性（visible）为权力的来源，由此兴起了大量基于监控国家的知识学说。

福柯意义上的国家知识是知识政治学与信息政治学的交叉领域，例如欧树军基于福柯的相关

著述，提出国家认证能力包括汲取有关社会经济事务等五个方面的信息，从而形成认证知识。⑲ 

总体来说，辨析知识与信息仍是目前国内外学界一项未竟的工作。⑳一项邀请来自 16 个国家的

45 位信息科学专家给出 D-I-K（数据、信息、知识）定义的研究显示，尽管人们对于具体概念莫衷

一是，但大部分人认为数据和信息是客观的，而知识是主观的；㉑黄璜认为“信息比数据和知识

更为基本”，“知识来源于信息，且是信息的子集”；㉒孟天广区分了现代国家的两种信息能力，

一是破解信息稀缺、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难题的信息汲取能力，二是破解信息过载、信息加总、

信息提纯难题的信息处理能力。㉓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但对信息

的提炼可以产生知识，信息处理能力是知识生产的基础。

在辨析知识与信息的理论基础上，本文认为治理中的知识是那些与公共治理过程紧密衔接，

作为不被怀疑的预设成为治理过程中进一步思考与行动基础的系统性的认识或对信息的提炼。也

正是因此，自然科学中许多旨在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前沿技术知识可能都不是本文所论及的治理

中的知识，它还同时应当具备公共治理的价值指向性。

（二）研究现状：进展与不足

显而易见的是，在国家治理越来越紧密地与知识相联系的背景下，政治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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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知识”（见图 2）。那么，在知识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的知识社会，政治学究竟关注的是何种

“知识”？有哪些主要研究议题？我们借助知识图谱分析来对这一研究现状进行初探。本文通过

WOS 软件对收录在 Web of Science 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上的相关文章进行统计

分析，初步探索了与“知识”相关的中外文研究的热点议题，分析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

图 2　与知识相关的政治学外文出版物数量与引用频次分布

数 据 来 源：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集。 主 题 =The Knowledge， 研 究 方 向 =Political Science， 出 版

年 =2000—2022，共检索出 7809 条文献，总被引频次 126471；研究方向 =Public Administration，出版年

=2000—2022，共检索出 4245 条文献，总被引频次 67973。

图 3　与知识相关的政治学外文出版物的关键词聚类分析

数 据 来 源：Web of Science 核 心 合 集。 主 题 =The Knowledge， 研 究 方 向 =Political Science/Public 

Administration，出版日期截至 2023 年 6 月 2 日，共检索出 12054 条文献，关键词最低频次 =49，得到满足

条件的关键词 3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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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分析显示，外文研究集中关注政治知识与政党偏好、意识形态、社会观点极化等问

题的关系，但此处所谈论的政治知识主要是人们所拥有的关于政治事务的知识，不属于本文关注

的知识范畴。此外，大量文献探讨了由专家网络构成的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在气候 

治理、疫病防治、司法决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作用，以及专家政治对民主的影响等议题。

图 4　与知识相关的政治学中文出版物的关键词聚类分析

数据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文献来源类别同时为 CSSCI 来源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

主题为知识，学科类别为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或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出版日期截至 2024 年 2 月 14 日，

共检索出 5012 条文献，选取出现频次最高的 20 个关键词进行分析。

中文发表中与“知识”相关的讨论有相当大的比重集中于知识分子研究，属于前文所总结的

第三种研究进路，即对于“知识主体”与“政治主体”关系的讨论。除此之外，亦有学者关注基

于数字技术的政府知识管理。其他两个发展状态较为活跃的议题是知识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与地

方性知识在公共治理中的应用。

以上文献计量分析仅展示了那些明确以“知识”作为关键词的研究分布情况，事实上仍有

许多应当纳入知识政治学议题范畴的研究进展未在图 2、图 3 和图 4 中呈现。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于知识的定义问题有深刻见解，他认为知识研究的困难恰恰在于我们往往使用“信

念”“真理”“知觉”等日常用语来指代“知识”，而这些日常用语自身即是意义含混的，且难

以用准确的表述替代。㉔因此，有关治理中知识生产与调用的大量讨论散落在不同表述的文献之中，

本文在此以知识政治学范畴内各议题的发展过程为脉络进行述评。

总结而言，不同主体所生产的知识进入政治学讨论的阶段有较为清晰的差别。最早受到关注

的应当是科学体系所生产的知识。毫无疑问，科学家是最早作为真理的代言人出现在治理想象中

的。第一份科学政策报告出现在培根的虚构作品《新大西岛》中，船员惊讶于当地政府的“聪明”，

并发现这里有一个由研究者组成的“所罗门宫”，其公道又正派的成员负责探寻“原因以及事物

内部的隐秘运动的知识”。㉕培根关于良序科学的精英主义看法极大地鼓舞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发

达国家建立开展这种科学活动的组织机构。㉖对科学知识的大量应用与现代国家试图实现长期性

的治理目标相关，政府通过制度化地吸纳科学研究者来面对复杂、动态且分散的治理需求。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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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必须建立在被科学证明的知识基础上已经成为人们长期以来的共识。㉗

然而，随着疯牛病等事件的冲击，人们开始反思公共决策中的知识来源，专家介入治理时的

责任性（accountability）受到质疑，㉘社会大众开始用自己的知识反抗科学知识对决策过程的垄断。

基于对社会知识的重视，知识民主论（knowledge democracy）在 20 世纪 90 年代应运而生，强调专

家与公众平等参与政策过程，㉙启发我们确定性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目标，知识是否能平等地

服务所有人也极为重要。㉚大众不再被预设为愚昧的行为者，人们有权力也有能力为与自己息息

相关的决策贡献知识。

而对国家知识的讨论虽早已有之，但其在大数据时代获得的关注毫无疑问是前所未有的。斯

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人提出“国家行动的知识”，在她们看来，国家干预社会的基础是有

关社会结构和过程的知识，因此“统计学”“治安学”都是应对治理需求而产生的学科。㉛如今，

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有能力生产更多关于治理对象的知识，从而实现精准治理。数字

政府等各种平台建设也为国家管理自身的实践性知识提供了技术基础，许多地方政府将建设自身

的知识库列为发展目标。㉜

从政治学对知识讨论的进展来看，不同知识先后受到关注的浪潮为我们揭示了实现基于知识

的治理的价值基础与物质基础。即一方面要避免用单一标准评价知识，在治理的过程中要尽可能

多地“唤醒”不同主体参与决策，这本身也是治理理念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在治理中调用知

识的途径和方式深受外在技术条件的影响，这是因为知识是一个与个体思维高度相关的存在，究

竟如何将知识迁移、传递至决策权密集的地方，实现知识与权力的匹配，既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又仍未得到恰如其分的回答。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呈现与对各议题发展脉络的梳理，本文认为目前政治学对“知识”相关

讨论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未能呈现具有学科自觉的议题统合，对不同知识投以关

注的时序性导致各子议题分别形成了具有一定边界的学科进路，如决策科学化的文献偏重对科学

知识的讨论、乡村治理等文献偏重对地方性知识的讨论，而知识政治学缺乏对不同的知识议题加

以整体性考虑的学科自觉，对治理中的知识从何而来这一重要议题缺乏回应能力，对治理中存在

的主要知识类型及其异质性缺乏基本的学科共识。第二是对于国家治理中知识调用的有关理论发

展偏重于实践方案而非政治逻辑，如各种关于智库体系建设、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协商模式的讨

论，而对于国家为什么要调用知识这一本源性问题缺乏探讨，这使得在诸多技术性操作方案背后，

往往指向的是通过引入知识来降低不确定性这一种逻辑，掩盖了实际存在的多种逻辑类型。因此，

本文将从知识的生产与调用两个方面进行理论探讨，以期为知识政治学的发展形成具有启发性的

补充。

治理中的知识生产：基于生产主体与过程的分析

由于知识高度依赖个体思维的这一特性，对于知识超越性与个体性的讨论是以知识作为核

心概念的研究进路无法回避的议题。既有的知识政治学研究更注重对超越性知识（以科学体系生

产的知识为代表）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对于个体性的知识缺少关照，这源于知识政治学的发

展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即认为存在一种有极大通约性的知识能够应用于所有国家或地方的治

理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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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反驳了传统的以主客观相分离为基础的知识观，他认为知识具有

默会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言传，因此知识有其个人性的方面。在此基础上，波兰尼将知

识分为明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明述知识是那些能够通过

符号、公式、文字表达的知识，而默会知识是那些在行动中拥有的、无法明确用语言表述的知 

识。㉝赖尔（Gilbert Ryle）、欧克肖特也有与波兰尼相似的讨论，㉞表 1 对这三种知识分类与界定

进行了总结。

表 1　波兰尼、赖尔与欧克肖特的知识分类与界定
学者 超越性维度 个体性维度

波兰尼 

明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

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最典型的是语言，

也包括数学公式、图表、盲文、手势语、旗语

等诸种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述的知识

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知道但

难以言述

赖尔

命题性知识（knowing that）：

某种具体的被发现的事实真理 ；对规则的理论

思考

能力之知（knowing how）：

知道如何作出发现的能力，知道如何来运用这

种知识 ；在实践中对规则的聪明应用

欧克肖特

技术知识（technical knowledge）：

可以用规则、原则、指令、准则来表述，总体

来说，用命题来表述

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

通常表达为一种习惯性的或传统的行事方式，

或简单地说，表达为实践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知识个体化”的另一极端，甚至认为所有知识都是“地方性”

的，根本不存在超越性的通用知识。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提出地方性知识，

将其作为西方知识、现代性知识的参照，也因此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与“当地人”紧密结合。㉟

斯科特（James Scott）被视作格尔茨地方性知识概念的一个重要发展者，他将这个概念作为极端现

代主义理性的对立面，用于分析那些精致的国家规划是如何受到地方性知识的侵蚀沦为失败的历

史景观。㊱

图 5 展示了个体知识、地方性知识等理论要素在超越性与个体性这一坐标轴上的相对分布。

在这些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主要受到关注的科学体系之外，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主体还

包括国家与社会。

图 5　知识分类的超越性和个体性维度

（一）科学体系的知识生产

科学体系生产的知识在现有文献的表述中主要有两种相关概念，分别是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

（科学）知识，尽管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一样都是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知识生产者，但政治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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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学中关于决策科学化的文献仍然主要关注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相关的政策制定主

要在社会政策研究中进行讨论，其中的一个重要著述是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和斯考

切波在 1995 年编纂的论文集《国家、社会知识和现代社会政策的起源》，对社会（科学）知识（social 

knowledge）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和界定。

狭义的科学一般指自然科学，而广义的科学则包含一切由科学体系生产的系统化的知识。㊲

这些知识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即命题性与规范性。科学知识的命题性体现在其生产过程往往追求

高度的逻辑闭环与确定性，概念与命题是其构成的基本单元。与此同时，这种知识还具有高度的

规范性，可以被精确制定，从而能够“被精心学习”，以此与那种不依靠反思所生成的实践知识

相区分。㊳这也是尽管现代社会高度依赖科学知识进行发展，科学家仍然不能完全取代公共管理

者而走向技治主义的一个原因，现实的治理过程总是充满着诸善之争与权宜之计。

（二）社会的知识生产

社会生产的知识总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分别是与哈耶克的“分散知识”㊴概念类似

的“大众常识”或“民意”，还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关注的“文化”或“地方性知识”。第

一类“大众常识”“民意”主要与国家相对照，在公共意见、政策过程等文献中大量出现，比

如利奇（Melissa Leach）等认为，一直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更加关注科学知识，对民众所拥有的 

“常民知识”（lay knowledge）缺少重视。㊵许多研究者将“民意”视作治理中所必需的知识，㊶王

礼鑫等认为在知识视角下，议程设定就是一个把公众注意力转化为政府注意力的过程。㊷第二类“地

方性知识”“文化”与现代主义相对照，主要在乡村治理或边缘地区治理相关文献中出现。文化

被认为是一种区别于自有知识的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是指在一个特定环境中，互相联

结的个体所共享的一套理解或期望，㊸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概念、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实践意识知识”、福柯的“思想系统”意义相似。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产的知

识往往被表述为“文化”。

社会所生产的知识与科学知识形成鲜明对比，其主要特征是互动性、索引性。“文化”作为

一种由意义模式（patterns of meaning）构成的概念系统，其形成有赖于人们不断的互动，在这一过

程中他们发展了有关生活的知识。㊺这种基于互动的生产方式使得社会所生产的知识往往拥有丰富

的“索引”。“索引”这一概念来自常人方法学，这一理论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一艘“无底的 

船”，㊻即便是最日常的对话背后也有丰富的索引，而不了解这些索引的人则无法领会。由于社

会所生产的知识具备这样的特征，因而在治理实践中调用社会知识的尝试总是与“本地人”紧

密结合，如有研究发现中国林改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十分依赖村民运用地方性知识发展的“一村 

一策”。㊼

（三）国家的知识生产

国家生产的知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研究进路，分别是边沁、福柯和吉登斯意义上基于监

控意图生产的国家“知识”，还有韦伯意义上现代官僚体系在其日积月累的运转中所生产的基于

实践的知识。边沁、福柯和吉登斯意义上的国家“知识”都与监控紧密相连。边沁认为知识源于

对象性的“看”，自然科学就是因为不断进步的“看”而掌握了事物的规律。㊽福柯提出可见性 

（visible）构成了权力，通过“维持他们的彻底可见状态，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观察和记录机器，

建立一套关于他们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时，监狱已经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㊾

吉登斯进一步认为监控分为两种，一种是积累“业经整理的信息”，用于管理个人的活动，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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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活动的文档化”；另一种是“居于权威位置的个人对另一些个人的活动实施直接的监管”，

也即“强化的警察治安” ，而福柯所描述的“训诫权力”主要依赖于第一种。㊿

福柯早年的“纪律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是对监控进行批判的集大成之理论， 同时期的 

“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和奥威尔的有关著作都对“监控”秉持警惕的立场， 但晚年

的福柯却进行了自我批判，他认为监控是现代国家实现以人口为对象的治理所必不可少的“治理

术”（governmentality）的一环。 例如，福利国家的基础就是对穷人的监控。 由此，各种学科如

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都得到了合理化，“discipline”兼有“纪律”与“学科”的双

重含义， 国家对疫病的治理开始以“常态”（normality）为目标（而不是无人染病），追求统计上

的均值，统计学（statistics）即是国家（state）的学问。尤其在“9·11”事件之后，反恐战争使得美

国政府有机会大规模扩张如国家安全局等机构的权力，并大规模铺设 CCTV 监控系统。在此之后，

被学术界称为“监控国家”（surveillance state）的国家治理新形态便形成了。 在“监控国家”中，

政府利用监控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以确定和解决治理问题。

除了“监控型知识”这一进路外，还有许多研究关注在实践中日积月累形成的经验知识。英

国著名韦伯研究专家戴维·毕瑟姆（David Beetham）认为，公共部门的知识主要包括专业知识和公务 

知识。前者由专业训练可以获得，即“技术”知识；后者是与官员从事工作密切相关的具体信 

息。 熊跃根认为韦伯的社会政策思想包含明显的实践动机，但“掌握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的客

观知识，是获得正确的实践知识的前提”，此处客观知识与福柯意义上的国家知识相对应。 聚

焦中国政治，改革试点、政策实验、创新示范这一类实践探索都是中国公共部门的知识生产途 

径， 许多对中国的研究都强调中国共产党依赖“经验”进行国家治理。

国家的知识生产与政治过程紧密结合，正如欧克肖特所言，“政治是一种对话，而不是一

个论证”， 这就与科学体系所生产的依赖论证的命题性知识相区分，也是在政治过程之外的社

会大众所难以形成的。政治首先关系到对某种政治形势作出回应，是一种实践活动， 因此其生

产的知识也具有实践性。除此之外，默会性也是国家生产的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行动者在日常

活动中所储存的那些模糊的、不连贯的习惯性知识被以舒茨为代表的学者称作“库存知识”（the 

stock of knowledge）， 是默会知识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这种特征使得对国家知识的储存、整合

与调用往往难以脱离与具体流程紧密结合的“人”，国家的知识很难像科学体系的知识那样被清

晰地记述和传递，其知识系统有一定的封闭性。以我国对口支援的省份合作为例，常有欠发达地

区派出干部去发达地区挂职学习的实践， 这是因为公务活动中充满了那些默会性的知识，有赖

于亲身的实践。表 2 对以上讨论进行了总结。

表 2　治理中的知识生产：基于主体的对比

生产主体 知识类型 生产方式 知识特征 受到政治学关注的不同阶段

科学体系
自然科学知识 ；

社会科学知识

通过高度的逻辑闭环

进行证明和推论

命题性

规范性

最早出于良序科学的愿望受到关注，

但在系列危机后重新受到检视

社会
地方性知识 ；大众常识 ；

民意 ；文化

通过共同体在日积月累

的互动中沉淀

互动性

索引性

在对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民主价值观的

推动过程中日益受到关注

国家
基于监控的知识 ；

基于实践的知识

通过在实践中对某种

形势的回应生成

实践性

默会性

较早受到关注但未有充分讨论，

在数字时代引发新一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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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中的知识调用逻辑：一个类型学探究

知识是现代国家治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但知识并不总是畅通无阻地进入治理过程，施

治者是否接受知识、接受谁的知识、以什么方式接受知识都非必然。以 COVID-19 的治理为例，

最初各国卫生专家针对口罩是否能有效防御病毒意见不一，直到 2020 年 4 月，许多西方国家对佩

戴口罩的态度才发生变化， 这正是一个知识在治理中受到其所处文化再建构的典型案例。从这个

意义来说，阐明在国家治理中进行知识调用的逻辑是厘清知识政治学分析视角不可或缺的一步。

柏拉图坚信一部分人因为其拥有的知识而优于另一部分人， 大众往往被认为在参与决策时

缺少理性。然而，以韦恩（Brain Wynne）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公众常识开展积极公民身份研究，他

认为与专家知识相比，尽管公众所生产的知识总是不连贯、不清晰的，但应当被视作与专家判断

同样重要且富有理性。 尤其在那些涉及公民切身处境的决策上，大众往往比国家更知道应该提

供何种服务。 以公民在知识政治中角色的演变为例，可以看到对于知识的调用主要有两种考虑：

一种是出于正当性的调用，即基于人人在理性上有别但在德性上相同的假设， 赋予公民程序上

的参与权，将“民意”这种知识类型纳入治理过程；另一种则是出于理性逻辑的调用，即在核心

的知识问题上赋予公民同等的地位，使公民从“民主的代表”跨越为“认知的代表”（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治理情境或场域差异同样塑造着调用逻辑的区别。综合性与专门性这一对概念在立法研究中

应用丰富。综合性立法一般是一个领域的基本法，其作用是统摄该领域的各种体制机制；专门性

立法则是根据特定子领域的特点，规范各种具体事项。 与之相似，本文所述及的综合性情境主

要是那些旨在统筹安排该领域的各项工作的治理情境，其决策能够为专门性情境的治理实践提供

基础性衔接与纲领性指引，改善的主要是治理过程与方式；而专门性情境是指就特定范围或层次

的治理需求展开知识调用，重在加强对特定方面的促进，改善的主要是治理目标和效果。综合性

与专门性当然是相对而言的，但综合性情境的治理任务相较专门性情境往往较为宏观。基于调用

目的与调用情境的划分，我们可以将治理中进行知识调用的逻辑概括为合法性逻辑、回应性逻辑、

适应性逻辑与确定性逻辑这四种，如表 3 所示。

表 3　知识调用逻辑的类型学

面向综合性情境的调用 面向专门性情境的调用

出于正当性目的调用 合法性逻辑 回应性逻辑

出于理性目的调用 适应性逻辑 确定性逻辑

（一）合法性逻辑

合法性逻辑是在综合性情境下出于正当性目的进行知识调用的治理模式。该模式是指为了

确保治理过程与方式符合社会期待、获得社会认可而进行知识调用的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下被

调用的代表性知识类型是自然科学知识与民意。随着科学决策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专家论证

已经成为增强特定政策合法性的一种符号性机制。基于合法性逻辑调用科学知识的治理案例屡见

不鲜。在现代政府的治理转型中，出于对扩大化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的回应，科学知识甚至

在许多需要合法性的环节取代政治标准，例如 1995 年法国在太平洋恢复核试验时以“专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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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作为决策的权威来源，而疯牛病事件中“专家尚未得出结论”也成为欧盟推迟决定的最终

理由。

当然，自然科学知识的这种合法性功用还制造了国家间、群体间知识不对称。南北方国家之

间的知识不对称还使得欧美国家往往无视南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以自身霸权塑造南方国家公众

对问题的理解， 形成了在多项全球治理事务中的“议程霸权”。比如 20 世纪以来美国对艾滋病的

重视影响了安理会决策，但直到今天非洲还在探索“艾滋病与国家安全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对于“民意”这种知识调用的讨论集中出现在基层治理中，强调治理要摒弃精英主义的行动者立 

场， “找回居民”。 对知识的依赖形式被视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根本差别，前者是知

识的服从，后者是共识的选择， 包容性治理的核心就是正视公众的知识生产主体地位。 由于民

意的这种功用，协商民主往往成为提升政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例如，2005—2009 年，温岭市泽

国镇通过召开会议来决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次序的做法受到广泛关注，“泽国实验”被认为

是具有代表性的以引入民意来提升政策合法性的典型案例。

（二）回应性逻辑

回应性逻辑是在专门性情境下出于正当性目的进行知识调用的治理模式。该模式是指为了

促使治理目标与效果匹配社会偏好、换取社会支持而进行知识调用的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下被

调用的代表性知识类型是基于监控的国家知识与民意。这两种知识对于维持国家统治均有重要作

用，比如秩序维持依赖于有关社会情绪与叛乱者分布的知识， 反腐败依赖于有关官员履职行为

与民意反馈的知识， 干部任用依赖于有关他们真实政绩的知识。 由于民众的知识“汇集了社会

成员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愿望”，因此信访、民意调查、政策听证都是民众知识进入政策过程的渠 

道。 近年来政务热线 12345 的治理实践即是出于回应性逻辑的一个鲜明体现，以北京市为例，

通过对每日数以万计的热线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大量无规律的来电诉求被转化为风险热力图、

诉求折线图等咨政报告，将以往由长官意志推动的施政方向转变为朝向焦点问题的回应性施治，

实现了对夏季洪涝、冬季供暖、大气污染等潜在诉求的预防性治理，重塑了议程设置的流程。

过往的数字政府倾向于用传感器、摄像头捕捉客观信息，感知的信息更多来自物体；而政务热线

等诉求表达机制可以帮助政府以数字技术为载体获得海量社会数据，有助于更及时、更精准地感

知城市运行，实现从“物感城市”到“人感城市”的转变。

对于复杂问题（wicked problems）的回应尤其依赖调用民意进行治理，如“外嫁女”“拆迁”

等复杂问题在历史传统、社会观念与政策法规之中的成因盘根错节，很难用一刀切的政策解决。
 

复杂问题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具有看不到公认的解决方案、没有停止规则（stopping rule）、没有

容错空间等特征的治理难题。 基层治理实践围绕复杂问题发明了一系列“办法”， 而这些办法

的核心特征是回应性，即为了暂时性“平息”社会诉求，而不是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这与后文将

要述及的旨在接近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提供确定性的那种知识调用逻辑相区别，这种模糊性治

理在我国县域政府的社会冲突治理中是一种实际存在的重要形态。

（三）适应性逻辑

适应性逻辑是在综合性情境下出于理性目的进行知识调用的治理模式。该模式是指为了使治

理过程与方式符合社会特性、实现动态治理而进行知识调用的一种逻辑，在这种逻辑下被调用的

代表性知识类型是地方性知识、文化与基于实践的国家知识。从地方性知识来看，“做工作”是

国家意志在权力末梢得以贯彻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具体的能动者基于地方性知识对宏观政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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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的“政策转译”。譬如许多学者都关注到了村干部行政化过程中出现双重角色的现象，
 

这本质上是因为往往“只有具有地方性知识的村组干部才有能力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知识在其中有核心意义，以此区别于传统的围绕关系、利益、权威等展开的“能人”视角的解读。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对真正的贫困户的识别难以依靠简单的技术治理完成，村干部的地方性知识

在这一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与之相近，许多对于“土政策”的讨论尽管没有明确将“知识”作

为一个分析视角，但无疑这是一种重要的在地化知识生产，能够结合当地实际对上级政策进行适

应性补充。

从文化来看，“民间法”是一个典型的对历史上产生、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习惯、道德、乡规

民约赋予国家承认的知识调用过程。 在由中国“无讼”文化所延伸的独特的“调解制度”中，

乡村法官往往偏好不一定公正的“调解”，是因为他们的法律思维中还包含他们关于乡村社会秩

序这种文化的知识， 因此调解过程是一种“知识的对抗”。 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对文化的调

用极强地赋予了司法下乡过程以适应性。我国《立法法》规定，少数民族的立法机关可以适应民

族习惯与文化，变通国家制定法，如西藏地区的刑罚变迁需要对藏族自身的“赔命价”“赔血价”

等习惯法进行适应，以匹配当地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和想象。

从基于实践的知识来看，个体维度的实践性知识是中国干部被视作“战略群体”的一个重要

原因，他们能够基于具体的情境创造性地进行治理，其知识来源是自身大量积累的实践经验。

过往的政府知识管理过度关注那些可被编码的知识，而对公共管理者的实践知识缺少关注， 恰

恰后者才是复杂治理场域中更为重要的知识。网络治理理论认为应对公共问题依赖多元参与者的

知识输送与整合， 这些知识既包括数据和信息，还包括经验、判断和各种见解。 “郡县治而天

下安”，县乡官员作为具体的执行者与解释者，是国家上层意志与社会实际情况进行调适性匹配

的重要轴承。此外，实践性知识在对于危机情境的动态适应中尤为重要。知识与权力相分离是现

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要在应对风险社会与复杂治理中赋予那些拥有隐性知识的官僚以决

策权，尽可能提高响应危机的速度与质量。政府如何从危机中学习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 从

危机中学习仍然是危机管理研究中最欠发展的方面之一。

（四）确定性逻辑

确定性逻辑是在专门性情境下出于理性目的进行知识调用的治理模式。该模式是指为了让治

理目标与效果符合政策预期、化解潜在风险而进行知识调用的一种逻辑。理论上，所有知识类型

的引入都有助于为治理增加确定性，但较有代表性的是科学体系生产的知识与国家生产的知识。

从自然科学知识的调用来说，围绕“决策科学化”这一命题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实践和研究，

包括对决策者是否寻求专家知识的研究，对决策科学化制度体系建立与智库建设的研究，还有对

专家咨询案例的分析。从社会科学知识的调用来说，早在 19 世纪，社会科学就深刻影响了长期

性的政策制定，例如查尔斯·布什（Charles Bush）对伦敦工薪阶层的调查决定性地影响了英国的贫

困救济政策。 20 世纪末，各国政府日益依赖社会科学知识治理风险社会，纷纷加大对社会科学

研究的投入。 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一些现代社会科学门类的出现与国家

治理的知识需求紧密相关， 拉斯韦尔（H. D. Lasswell）面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大

学教授频繁参与政府决策的现象提出“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的构想。 国内学者尤其关注

以“规划”为议题研究社会科学知识的调用过程，旨在揭示社会运行各方面规律的社会科学知识

对于增强政策长期维度的确定性有不可替代的预见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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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于监控的知识来说，这一逻辑尤其在关于税收的决策上有所体现，因为对社会生产情况

的知识调用影响了税制，进一步影响国家汲取能力。 黄仁宇认为明朝的灭亡在于无法进行“数目

字管理”，因而“税收不能合理化”； 欧树军基于对财产认证能力的对比，分析了为何偷漏税现

象困扰发展中国家。 现代国家通过广泛建立监控体系，形成大规模的数据库，储存有关经济与社

会运行的信息，感知社会运行与政治的风险并施加干预，如近年来“用云量”成为反映数字经济

热度和规模的新兴经济指标。江小涓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为政府进行经济调节提供多维多层

的数据支撑，如用电量、货运量等数据以及“阿里巴巴网购价格指数”（aSPI）这类从海量数据中

挖掘产生的指标都能够真实、实时地反映经济状况， 从而降低制定调控政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而基于实践的知识在提高治理的确定性上尤为重要，譬如中国“逢改必试”，重视对地方

政府“经验”的吸取， 最典型的政策扩散形式就是从政策试验到政策推广的“吸纳—辐射”

过程。 此外，中国还设计了“府际考察”“荣誉评选”和干部异地任命等制度，能够促进政

府间“经验”的交流，甚至上级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通过干部交流推广某些区域性成功经验。许

多学者主张从知识生产的视角考察“政策试验”。 通过大量的治理实践，政策制定能够走出

混沌、无序、错杂的状态，随着认知的深化厘清要素间的关系，增强确定性，使得一项具体的

治理任务模块化、技术化。 以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为例，核定输配成本一直是电改的难点所在，

因此国家发改委首先选择深圳进行试点，要求深圳尽快提交测算报告，并及时总结试点经验。

深圳也在试点过程中编制知识问答手册，推动了各部门认知的调整，成为受到国家发改委认可

的“破冰”行动。

表 4 总结了四种知识调用逻辑的代表性知识类型、核心特征与典型场景举例。总体而言，目

前在国内外政治学界有关调用科学体系知识的讨论最丰富，体量庞大、主题众多，且基本直接以

“知识”为主题或关键词，在文献检索结果中显示度最高。而调用社会所生产的知识则在法社会学、

人类学等学科受到较多关注。与之相比，对于调用国家所生产的知识则讨论相对有限，且由于大

数据时代信息政治学的发展，现有文章集中于基于监控的国家知识生产，而对基于实践的知识生

产缺少关注。接下来，本文将以对知识生产类型、知识调用逻辑的总结为基础，对数字时代知识

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与议程进行初步探讨。

表 4　不同知识调用逻辑的总结
调用逻辑 代表性知识类型 特征 举例

合法性 自然科学知识、民意

为确保治理过程与方式符

合社会期待、获得社会认

可而进行知识调用

气候治理、科学决策理念、

专业权威性国际组织

回应性 民意、基于监控的知识

为促使治理目标与效果匹

配社会诉求、换取社会支

持而进行知识调用

复杂问题的治理、反腐、

维稳、干部选任

适应性
地方性知识、文化、

基于实践的知识

为使治理过程与方式符合

社会特性、实现动态治理

而进行知识调用

民间法、土政策、做工作、

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识别

确定性

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

知识、基于监控的知识、

基于实践的知识

为让治理目标与效果符合

政策预期、化解潜在风险

而进行知识调用

五年规划、政策试点、

决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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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知识政治学的视角拓展与议程更新

正如欧克肖特所言：“没有什么地方，技术知识能与实践知识分开，特别是在政治活动中。

也没有什么地方能认为它们彼此同一，能互相代替。” 在政治实践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知识

的需求，但现有的理论一方面未能呈现具有学科自觉的议题统合，缺少对于知识政治学的纲领性

议程，致使大量有关治理中知识生产与调用的文献散落在不同学科的子命题之中；另一方面视角

陈旧，局限在对知识调用实践维度的探讨，未能从政治逻辑的角度出发理解“知识”在治理中的

核心地位。本文首先基于文献计量等方法述评了政治学界有关“知识”的研究现状，然后综合吸

收知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观点，厘清了知识政治学所关注的知识范畴，从知识生产主

体与过程的视角出发对治理中的知识类型及特征进行探讨，然后根据目的与情境对知识调用的不

同逻辑进行类型学探究，以期为知识政治学在当下的重启廓清一个可能的基础。

进入数字时代，知识政治现象更加丰富，知识政治学无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其重要性更

为凸显，对许多治理失灵发生的原因解释力更强，因此，知识政治学在当下重启的意义和必要性

是与数字时代无法切割的。例如，仅就民主与科学之争这一源远流长的议题而言，以往政府往往

可以依靠“无知之幕”来避免民众在了解具体决策情形后进行抵制，但在数字时代，收集公众诉

求则成了难以绕过的一环。如今，知识的生产、调用乃至配置的方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知识政

治学如何在这一浪潮中形成自身的新概念、新理论？

（一）生产之维：数据驱动的生产模式与人工智能作为新兴主体

从知识的生产角度而言，如何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的新生治理资源——数据、算力和算法——

以日常化、精准化、预测式地生产稀缺的治理知识成为重要研究议题。海量数据无疑是数字时代

治理知识生产的重要土壤。秉持“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这一导

引性理念， 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驱动下，规模巨大、内涵丰富的社会运行数据成为国家“读懂”

复杂社会的重要基础，譬如政务热线数据就为城市政府提供了理解超大城市市民诉求和社会运行

的新生机制，切实提升了国家信息能力。 另一方面，伴随着数字政府快速发展，政府所收集及

管理的海量政务数据也成为治理知识生产的重要来源。政府数据开放必将促进治理知识的共同生

产，成为一个令人憧憬的“全民生产知识、知识驱动治理”时代来临的标志，知识政治学理应为

这一治理范式的突破提供理论依据。

算法的迭代和算力的提升也对知识生产带来了深远影响。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

术打破了原有的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生产秩序，普通民众的知识可得性大大增加， 政府与专家在

治理中垄断知识权威的可能进一步下降。人工智能将有助于将官僚队伍从简单事务中解放，以知

识赋能基层公务人员、以算法赋能决策研判过程，实现精简治理 、敏捷治理 、智能治理 。但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加剧了传统政府在知识地位上的弱势处境，不仅在产业政策实践

中创造了新的监管难题， 而且其技术与社会深度耦合的特性加剧了谣言治理的挑战。 因此，数

字时代数据驱动的知识生产模式将如何颠覆传统治理体系？知识生产的算法应用正在改写知识生

产主体的界定，如何理解知识生产过程中社会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关系？这都是知识政治学亟待解

答的重要议题。

（二）调用之维：技术赋能调用与治理流程重塑

从知识的调用角度而言，数字技术使得复杂治理情境中的知识调用有了突破性进展。诸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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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中国政府有意识地通过网络空间日常性地采集和分析社情民意，精准识别公共需求和社

会偏好，服务于其社会与经济政策制定。 在这个意义上，将多元异构数据转化为治理知识的信

息处理能力正在超越信息汲取能力，成为数字时代国家能力的新生维度。此外，基于精准高效的

数字技术，政府正在提升其主动治理、敏捷治理能力，形成高效精准的知识调用机制。以城市治

理为例，大数据驱动的城市治理是从传统静态二维地理信息转向四维动态时空分析的治理。 传

统经验导向的城市治理体系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提取知识，往往出于简单的归纳分析或单一主体

的趋势研判，而数据导向的治理则是基于复杂因果分析的全流程处置。 与此同时，经济社会领

域多元数据的实时汇聚和处理，切实提升了政府监测经济社会运行风险的能力， 进而实现了从

被动治理转向主动治理。数字时代知识生产和知识调用深度整合，知识生产既是知识调用的前提

条件，又成为知识调用的动态结果。因此，数字时代的知识政治学研究既要考察新技术条件下知

识调用的新技术、新机制，也有必要考察知识生产与知识调用的互动关系。

（三）配置之维：面向动态治理需求的多元主体协同

从知识的配置角度而言，面对科技革新带来的不确定性，传统的以专家组为代表的知识配置

模式已经落后于动态且分散的治理需求，基于多元主体参与和知识库支撑的智能决策辅助系统成

为提升政府知识调用能力的标配， 由此也启动了培养新时代“知识－公务人”的新趋向。譬如南

京市应急管理局探索基于信息化平台的知识调用，上线“金陵应急宝”为知识的供需双方提供撮

合竞价交易机制，吸引入驻专家 1700 余人， 这一案例充分说明数字技术的进步为知识政治的实

践提供了新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时代的知识配置技术、机制和模式正在发生颠覆式变革，

治理相关的知识配置将不仅仅是政府自身的知识管理能力，也不只涉及政府与外部“专家”的知

识合作，还涉及政府与科技社群、科技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与合 

作。 因此，知识政治学有必要考察数字时代治理知识配置的多主体协同系统，探究不同主体的

角色和功能，梳理多主体协同的机制和方式，进而阐明知识配置的模式。

总之，本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知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核心议题，并尝试提出了在

前所未有依赖知识的数字时代知识政治学的研究议程。进入数字时代，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和调用

情境可以为寻找新的知识配置模式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使得知识政治的实践从边缘走向核心、

从应急走向常态、从机制转向模式。总而言之，如何应对现代国家超大规模、复杂系统所产生的

知识需求？国家、社会、科学体系各自在知识政治实践中扮演何种角色？这或许是面向未来的治

理的一个根本性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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